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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会降低生育水平吗？ 

——基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再检验 

梁同贵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以往有关迁移流动影响生育水平的研究仍存在一个盲点，即缺少流动人口孩子出生地的分析。在弥补这

个盲点后，分别通过泊松回归与 Heckman 二阶段模型再次分析了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泊松回归结果显

示，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曾生子女数是农村本地人口的 0.855 倍，乡城流动人口的曾生子女数为农村本地人口的

0.840 倍，两类流动人口的累计生育率均低于农村本地人口。Heckman 二阶段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农业户籍流动

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与农村本地人口的曾生子女数相比分别减少了 0.237 个与 0.268 个。因此，人口流动与生育

水平降低确实有着因果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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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population mobility reduce fertility level? 

 Reexamination based on floating popul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IANG Tonggui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a blind spot exists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migration mobility on 

fertility level, namely, the lack of analysis on the birth place of the children of the floating migration. After making up for 

the blind spot, Poisson regression and Heckman two-stage model are re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mobility on 

fertility. The results of Poisson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the childre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agricult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s 0.855 times that of the rural locals, the number of the children of rural-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s 0.840 times that of the rural locals, and the cumulative fertility rate of the two typ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ural local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Heckman two-stage model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the childre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agricult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that of rural-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reduce respectively 

0.237 l and 0.268 compared with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f rural locals. Hence, population mobility does exert a causal 

influence on the fertility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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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育率呈现出明显下降趋

势，七普数据显示 2020 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

1.3。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民流入城

市寻找工作。在我国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影响的研

究上，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有部分学者认为流动人口

确实存在多生现象[1-5]；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迁移流

动对生育水平降低有显著性影响[6-12]。笔者曾对上述

研究进行过相对完整系统地回顾，并就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总结[13-16]，指出上述研究存在“常用的几种生

育率指标不能如实反映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流动人

口类型界定杂乱以至于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比

对群体，截面数据制约着人口流动对生育影响的因

果关系分析，违法生育、计划外生育与多育在概念上

混淆”等问题，并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时期孩

次递进比、递进生育率分别分析了乡城流动人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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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本地人口生育水平的差异，发现乡城流动降低

了生育水平，且二者有着因果影响关系。 

然而，随着国家卫健委（原国家卫计委）全国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进一步开发与使用，笔者

对以往相关研究做了进一步回顾与反思，发现这些

文献均没有对流动人口孩子出生地进行分析。如果

这个盲点不被考虑到研究中去，就有可能会产生错

误的结论。为此，笔者拟在对这个盲点及其对生育

率统计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后，对人口流动是否降

低了生育水平再次做检验。 

一、研究盲点分析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结

果显示，在 2010 年及以前就已经是流动人口的妇

女中，累计 2 556 份在 2010 年普查年份生育，其中

1 143 份发生在户籍地，占 44.72%。2012 年全国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在 2010 年

及以前就已经是流动人口的妇女中，累计 3 542 份

在 2010 年普查年份生育，其中 1 681 份发生在户籍

地，占 47.46%；在 2000 年及以前就是流动人口的

妇女中，累计 1 137 份在 2000 年普查年份生育，其

中 736 份发生在户籍地，占 64.73%。在这 1 137 份

生育样本中，孕期“主要在外地，临分娩返乡”与

“一直在老家”的 689 份，占 60.60%；孕期“一直

在外地”与“主要在老家，临分娩外出”占 39.40%。

这些流动育龄妇女由于回到老家户籍地生育，那么

在 2010 年六普、2000 年五普时，流入地的普查员

在短短十天的入户登记时间内便不能调查到她们，

也就统计不进来。因此，通过计算累计生育率[11,12]

得出人口流动降低了生育水平的结论需要重新检

验，因为在调查时点上回到户籍地生育的流动妇女

很可能是有选择性而非随机的，那么留在流入地的

被调查到的流动妇女样本自然也就是有偏的。 

图 1是笔者根据最近几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

据计算的流动妇女在户籍地生育孩子的比例。 

 
图 1 2000年以来流动妇女

①
在户籍地生育孩子的比例 

 

图 1 展示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流动妇女选择

在户籍地生育的比例越来越小，也就是越来越多的

流动妇女选择了在流入地生育，这很可能与流动人

口在流入地融合程度加深有关。二是监测年份与之

前两年孩子生育在户籍地的比例大幅降低，如 2012

年监测数据显示，流动妇女 2012 和 2011 年在户籍

地生育的比例分别为 0.25、0.36；但 2014 年监测数

据显示，这一比例分别为 0.38、0.44。2014 年监测

数据显示，流动妇女 2014、2013、2012 年在户籍地

生育的比例分别为 0.17、0.30 和 0.38，但 2015 年

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分别为 0.31、0.43 和 0.48。对

于 2015 年数据，也可以与 2016 年数据做这样一个

比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很有可能是在

户籍地生完孩子后流动妇女重新回到流入地工作

生活，如 2012 年监测数据中 2011 和 2012 年在户

籍地生育的妇女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停留在户籍地，

但2014年这部分妇女重新返回流入地，那么在2014

年流动监测中便被统计进来。另一方面可能是抽样

存在系统性偏差的问题。李丁、郭志刚[11]研究显示，

2012 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计算出的总和生育

率明显高于六普数据，并且 2000—2011 年总和生

育率与总和递进生育率都有较为明显的提高。据此，

笔者比较了 2010 和 2012 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与

2010 年六普数据流动妇女的年龄结构，具体见图 2

（2010、2012年监测样本分别为 61 100、74 186份，

2010 年普查数据为 102 034 892），发现监测数据更

多地调查了生育旺盛期的妇女，这很可能是监测数

据总和生育率高于六普数据的重要原因。 

 
图 2 监测数据与普查数据中女性流动人口年龄结构

② 

 

上述流动人口监测与人口普查数据中妇女年

龄结构的差异是否真的由于普查时点上一些育龄

妇女回到户籍地生育孩子而导致的？鉴于普查数

据中有部分妇女回到老家户籍地生育，但男性不一

定回到户籍地陪同，笔者比较了流动人口监测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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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普查中的男性年龄结构，具体见图 3（2010、2012

年监测样本量分别为 61 448、83 711 份；2010 年普

查数据为 111 841 084），发现监测数据与普查数据

中男性年龄结构差异与女性基本一致，监测数据中

男性同样更多地集中在青壮年人口身上。由此判断，

监测数据确实存在着抽样误差。 

 
图 3 监测数据与普查数据中男性流动人口年龄结构 

 

李丁、郭志刚[11]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监测数据

中妇女的生育事件与流动时间高度相关，各年流入

本地的妇女在流入前后两三年内的生育率特别高，

样本的生育水平距离调查时点越近的年份生育水

平越高，这主要是由于“监测调查抽取各年流入的

妇女中流入前后有过生育的妇女偏多，而越靠近监

测年份上述偏差越大”。这样推断，越是在流入地生

育的妇女应该越容易被登记进来。所以，流动妇女

在距离监测时点较近年份上选择在流入地生育的

比例突然升高，与监测样本数据搜集方式有很大关

系。但从图 1 中又看到，2012、2014 和 2016 年监

测数据在 2010 年及以前年份上户籍地生育比例差

异不大，但 2014 和 2012 年监测数据、2016 和 2012

年监测数据均在 2011 年开始出现较大差异，2014

和 2016 年监测数据在 2012 年开始出现较大差异。

如果每次监测调查时，抽样框一直登记了流入年份

前后生育较多的流动妇女，对于 2012年监测来说，

2010 年及以前年份在户籍地生育的比例就应该维

持在 2011 年的较低水平附近，但实际上距离 2012

年监测年份较远年份户籍地生育比例几乎不再受

到抽样框的影响，且远高出 2011 年的比例，也就是

虽然 2012 年监测数据在 2012 和 2011 年涵盖了较

多在流入地生育的妇女，但 2012 年抽样框仍旧补

充了一些较早年份上在户籍地生育的妇女，这才会

导致 2010 年及以前的流动妇女户籍地生育比例大

幅提高，而笔者认为这恰恰是有部分流动妇女在户

籍地生育完孩子后重新回到流入地所带来的结果。

这样分析带来的启示就是，采用 2012 年流动人口

监测数据，选择流动妇女 2009 年及以前的生育数

据可以避免因孩子出生地分析不足带来的计算误

差。至于图 1 中 2015 年监测显示流动妇女在各年

份选择在户籍地生育比例基本均大于其他监测年

份，具体原因可另再做分析。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人口类型界定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

（CFPS2010）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两

个数据库均对每个样本生育孩子数量进行了统计。

数据库整理的具体过程可以参照笔者的研究[13-16]。

本研究中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是指 2012 年全国流动

人口监测数据中户籍为农业的样本，乡城流动人口

是指户籍为农业且调查样本点类型为居委会的样

本。农村本地人口是指 CFPS2010 成人数据库中出

生地与现住地（调查地）的省国标码与区县顺序码

一致，且户口状况为农业，现住地是基于国家统计

局资料的城乡分类的农村区域的样本。本研究同样

从 CFPS2010 成人数据库中选取农村本地人口，从

2012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中选取流动人口

进行分析。 

本研究选取截至 2009 年是流动人口、且在

15~49 岁经历过流动的样本，因为只要流动行为发

生在妇女育龄期，就可以认为妇女生育受到了流动

的影响。又因为 2012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

据只监测到 15~59 周岁的人口，回推到 2009 年处

于 13~56 岁，所以分析中只选取截至 2009 年为

15~56 岁的妇女。与笔者以往研究[13-16]类似，本研

究同样选择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民族性

质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被证明是影响生育水平

的重要因素。另外，加入生育政策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根据冯国平、周长洪等的研究[17,18]进行整理，

主要参考户籍地省份、户籍性质、少数民族种类这

三个指标。一孩政策的样本有以下三类：非农业户

口人口，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四川、重庆的

农村非少数民族人口，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的

少数民族人口。二孩政策（此处包括多孩政策）样

本有以下两种：海南、青海、云南、宁夏、新疆 5

个省份农村农业户籍人口；其他省份非壮族、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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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人口。一孩半政策包括：其他省份农村农

业人口；壮族、满族农村农业人口。样本的描述性

统计（表 1）显示，农村本地人口较之于农业户籍

流动人口在相关变量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如农

村本地人口更为年长，受教育程度更多集中于小学

及以下，未婚比例较高，少数民族比例较高，一孩

政策比例较低。 

表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及其分类 农村本地人口 农业户籍流动人口 

年龄 37.15 31.64 

年龄平方 1521.35 1064.63 

曾生子女数 1.69 1.18 

小学及以下/% 64.56 23.51 

初中/% 25.30 57.10 

高中/% 8.20 15.58 

大专/% 1.11 3.03 

本科及以上/% 0.83 0.78 

未婚/% 14.45 10.80 

有过婚姻/% 85.55 89.20 

汉族/% 88.62 94.66 

满族/% 1.60 0.41 

壮族/% 0.97 1.13 

其他少数民族/% 8.80 3.80 

一孩政策/% 5.21 17.72 

一孩半政策/% 82.56 76.89 

两孩政策/% 12.23 5.4 

样本量 5510 42687 

 

（二）回归模型选取 

1.泊松回归模型 

泊松回归是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的一种，是专门分析因变量为计数变量的回

归模型。如果离散型随机变量 X 的取值为 0，1，2…

n,则相应的概率取值为 𝑃𝑟(𝑋 = 𝒳) =
𝜇𝒳𝑒−𝜇

𝒳!
(𝜇 > 0)， 

则称随机变量 X 服从以𝜇为参数的泊松分布（possion 

distribution）。式中𝑒是自然常数，参数𝜇代表了𝑋取值

的平均值，也就是该分布的期望值𝐸(𝑥) ,且方差

𝑉𝑎𝑟(𝑥)与期望值相等，即𝑉𝑎𝑟(𝑥)= 𝐸(𝑥)=𝜇。泊松回

归模型将均值参数化为：𝜇 = 𝑒𝑥𝑝 (𝑏0 + ∑ 𝑏𝑖𝒵𝑖)，其

中𝑏0是常数项，𝑏𝑖是影响系数。 

2.Heckman 二阶段模型 

为纠正人口流动的自选择性带来的偏误，进而

对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降低的影响进行检验，本研

究采用Heckman[19,20]提出的二阶段模型来进行研究。

首先使用 Probit 模型来预测人口流动的倾向，模型

表示如下： 

𝑃𝑟𝑜𝑏(𝛾 = 1) = 𝜙(𝛽0 + ∑ 𝛽𝑖𝑥𝑖
𝑛
𝑖=1 )         (1) 

公式左边为因变量，表示发生人口流动行为的

概率（𝛾 = 1，表示有人口流动行为；𝛾 = 0，表示

没有人口流动行为）。公式右边 ϕ (·)是累积的正态

分布函数，β0 是常数项，χi 是影响人口流动行为的

n 个因素，βi 是相应待估参数，反映了解释变量对

人口流动倾向影响的大小。在通过 Probit 模型计算

出样本人口流动的倾向后，本研究构建一个修正因

子，表示如下： 

𝜆 =  𝜑(𝛽0 + ∑ 𝛽𝑖𝑥𝑖
𝑛
𝑖=1 )/[1 − 𝜙(𝛽0 + ∑ 𝛽𝑖𝑥𝑖

𝑛
𝑖=1 )] (2) 

λ 被称作逆米尔斯比率或者风险率，φ(·)与 ϕ 

(·)分别是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与累积分布函

数。逆米尔斯比率的作用就是明晰人口流动的自选

择性究竟会不会给生育率带来显著影响。为考察人

口流动经历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以曾

生子女数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 

𝑦 = 𝛼0 + 𝛼1𝑥1 + ∑ 𝛼𝑖𝑥𝑖
𝑛
𝑖=2 + 𝜔𝜆 + 𝜀      (3) 

其中 y 代表曾生子女数，χ1为“是否人口流动”

这一核心自变量，χi是控制变量，λ 是根据公式（2）

估计出的逆米尔斯比率，α0 是回归常数项，α1 、αi、

ω是相应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α1即为人口流动对

曾生子女数的影响，ε是误差向量。曾生子女数是

一位妇女生育的次数，其取值范围很小，并且只能

为非负整数值，在统计中称为计数变量。严格地说，

它的分布既不是连续的，也不是正态的(生育较少的

人很多，而生育很多的人很少)。将此类变量作为因

变量进行常规回归分析会违反这种方法本身所要

求的假定条件。然而在缺乏更好的回归模型时，将

常规回归应用于计数因变量是一种常见的做法[21]。

因此，本研究仍采用 OLS 回归来进行分析。 

三、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影响的回归分析 

在回归分析中，首先采用泊松回归检验人口流

动对累计生育水平的影响，再采用 Heckman 二阶段

模型对人口流动与生育水平降低的因果影响关系

进行检验。 

（一）泊松回归结果分析 

泊松回归结果显示（表 2），在其他自变量不变

的前提下，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曾生子女数是农村本

地人口的 0.855 倍，人口流动有效降低了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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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 14.5%。分年龄段亚群组来看，15~34 岁与

35~56 岁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也有所降低。

乡城流动人口的曾生子女数为农村本地人口的

0.840 倍，降低了 16.0%，乡城流动更有助于降低生

育水平。这或许可以用融合理论来解释，一方面流

动人口接受了流入地的生育观念与生育文化，另一

方面仅具有基本社会经济基础的城镇流入者需要

适应城镇生活，角色的转变增加了生育孩子的机会

成本，他们逐渐开始像迁入地的居民那样少生育。 

农业户籍流动与乡城流动两个模型均显示，年

龄越大曾经生育子女数越多，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这与常识也是相符的。但 35~56 岁亚群组回归

结果显示，年龄每增长 1 岁，曾生子女数将会变成

原来的 0.955 倍。这主要与上文提到的流动人口监测

数据抽样偏差有关。李丁、郭志刚[11]的研究同样显

示，“与六普相应结果对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中较

早出生队列的子女数反而相对较少。而在更年轻队

列中，监测数据的平均子女数明显高于六普相应统

计结果。” 

表 2 2009年累计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泊松回归优势比结果 

变量及其分类（括号内为参照组） 15~56 岁农业户籍流动 15~34 岁农业户籍流动 35~56 岁农业户籍流动 15~56 岁乡城流动 

农业户籍流动（农村本地） 0.855*** 0.855*** 0.875*** - 

 (0.011) (0.023) (0.013) - 

乡城流动（农村本地） - - - 0.840*** 

 - - - (0.012) 

年龄 1.013*** 1.279*** 0.955*** 1.017*** 

 (0.004) (0.031) (0.014) (0.005) 

年龄平方 1.000*** 0.996*** 1.000*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一孩半政策（一孩政策） 1.115*** 1.023 1.154*** 1.134*** 

 (0.013) (0.019) (0.017) (0.016) 

两孩政策（一孩政策） 1.187*** 1.106** 1.209*** 1.155*** 

 (0.039) (0.055) (0.053) (0.045) 

满族（汉族） 0.800*** 0.756** 0.819*** 0.788*** 

 (0.049) (0.089) (0.059) (0.055) 

壮族（汉族） 0.953 0.815*** 1.105* 0.994 

 (0.039) (0.049) (0.061) (0.053) 

其他少数民族（汉族） 1.014 0.979 1.034 1.044 

 (0.036) (0.053) (0.050) (0.045) 

初中（小学及以下） 0.891*** 0.853*** 0.895*** 0.901*** 

 (0.009) (0.014) (0.011) (0.011) 

高中（小学及以下） 0.750*** 0.682*** 0.813*** 0.768*** 

 (0.012) (0.016) (0.020) (0.014) 

大专（小学及以下） 0.485*** 0.422*** 0.748** 0.493*** 

 (0.024) (0.024) (0.086) (0.027) 

本科及以上（小学及以下） 0.375*** 0.316*** 0.616** 0.399*** 

 (0.040) (0.038) (0.145) (0.044) 

有过婚姻（未婚） 77.908*** 84.812*** 13.964*** 59.821*** 

 (13.203) (16.700) (4.656) (10.150) 

常数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个案数 48 197 28 398 19 799 34 382 

LR chi2(13) 6 473.620*** 5 830.140*** 815.960*** 4 891.780*** 

Log likelihood -52 844.437 -25 871.552 -26 831.58 -37 198.794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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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年龄对曾生子女数的影响是否具有

非线性关系，笔者加入了年龄的二次项。两个模型

中年龄二次项的优势比均为 1，说明年龄对曾生子

女数的影响具有线性关系。对于亚群组 15~34 岁的

样本，年龄二次项的发生比为 0.996，说明年龄对曾

生子女数的影响呈现倒 U 型模式，开始时随着年龄

的增大曾生子女数增多，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大曾生

子女数略微减少。这或许同样与监测数据的抽样偏

差有关。 

生育政策对曾生子女数有着显著性影响。两孩

政策的曾生子女数最多，其次是一孩半政策，一孩

政策最少。可见，计划生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

了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规模。 

在民族性质对曾生子女数的影响中，满族妇女

的生育水平显著低于汉族。这一方面是因为人口数

超过一千万的满族执行与汉族基本相同的生育政

策。另一方面是因为满族主要生活在东北地区，六

普数据显示满族人口 1 041 万，东三省约 856 万，

占满族人口 82.2%。而东北地区一直是我国生育率

较低地区，主要是因为传统生育文化在这里传承较

差。东北人整体宗族意识淡薄，重男轻女、养儿防

老的观念不强。农业户籍流动与乡城流动两个模型

均显示，壮族、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曾生子女数

没有差异，这一结果与笔者之前研究不同[15]。当时

笔者采用时依协变量 Cox 回归研究结果显示，“少

数民族在下一孩次的递进生育均要高于汉族”。同

时与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表“全国各民族 15~64 岁

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和平均存活子女数”③中的结

果不一致，该表数据显示 55 个少数民族中大部分

少数民族平均活产子女数和平均存活子女数均高

于汉族。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本研究加入

了生育政策这个控制变量，因而汉族与除了满族之

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总体在曾生子女数上并没有太

多不同。 

受教育程度越高则曾生子女数越少，这与受教

育程度越高则生育率越低的理论是相符的，因为女

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可以帮助女性摒弃落后的旧生

育观、树立新生育观。 

（二）Heckman二阶段模型分析结果 

上文分析了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累计生

育水平上的差异，证明了人口流动与生育水平降低

之间的相关关系。那么这种差异究竟是不是由于人

口流动带来的？下文将进一步探讨人口流动对生

育率影响的因果关系。 

1．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利用已知的混淆变量，本研究使用 Probit 模型

来预测个体是否流动的概率。因变量为“是否农业

户籍流动人口”“是否乡城流动”（0=否；1=是）。控

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1 小

学及以下；2 初中；3 高中；4 大学专科；5 大学本

科及以上）、生育政策、民族、婚姻状况。通过表 3

可以发现，这些混淆变量加在一起对是否流动有较

强的解释力。如年龄越大人口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但这种变化呈现一种倒 U 型变动趋势，年龄增大到

一定程度流动的可能性又开始下降。整个模型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口流动并非随机，而是有选

择性的。这也说明采用 Heckman 二阶段模型将样本

自选择性加以控制的必要性。 

表 3 预测倾向值的 Probit回归结果 

变量及其分类 

（括号内为参照组） 

15~56 岁 

农业户籍流动 

15~56 岁 

乡城流动 

年龄 1.303*** 1.335*** 

 (0.009) (0.011) 

年龄平方 0.996*** 0.995*** 

 (0.000) (0.000) 

一孩半政策（一孩政策）④ 0.474*** 0.450*** 

 (0.015) (0.015) 

两孩政策（一孩政策） 0.393*** 0.367*** 

 (0.025) (0.025) 

满族（汉族） 0.510*** 0.527*** 

 (0.046) (0.052) 

壮族（汉族） 1.023 0.939 

 (0.084) (0.087) 

其他少数民族（汉族） 0.98 0.978 

 (0.062) (0.069) 

初中（小学及以下） 2.373*** 2.639*** 

 (0.048) (0.058) 

高中（小学及以下） 2.567*** 3.127*** 

 (0.081) (0.105) 

大专（小学及以下） 2.899*** 3.520*** 

 (0.191) (0.241) 

本科及以上（小学及以下） 1.715*** 2.162*** 

 (0.157) (0.204) 

有过婚姻（未婚） 1.329*** 1.245*** 

 (0.046) (0.047) 

常数项 0.055*** 0.032*** 

 (0.006) (0.004) 

个案数 48 197 34 382 

LR chi2(13) 8 130.540*** 7 964.270*** 

Pseudo R2 0.237 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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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eckman 二阶段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表 4 呈现了曾生子女数影响因素回归参数的

OLS 估计的 4 个模型，模型 1 与模型 3 并没有控制

人口流动的选择性，模型 2 与模型 4 加入了逆米尔

斯比率（λ）。 

表 4 2009年累计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结果 

变量（括号内为参照组） 
15~56 岁农业户籍流动 15~56 岁乡城流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农业户籍流动（农村本地） -0.246*** -0.237*** - - 

 (0.010) (0.010) - - 

乡城流动（农村本地） - - -0.272*** -0.268*** 

 - - (0.011) (0.011) 

年龄 0.114*** 0.0147 0.110*** 0.0362*** 

 (0.003) (0.012) (0.003) (0.013) 

年龄平方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一孩半政策（一孩政策） 0.132*** 0.460*** 0.147*** 0.394*** 

 (0.008) (0.039) (0.010) (0.042) 

两孩政策（一孩政策） 0.196*** 0.601*** 0.156*** 0.461*** 

 (0.024) (0.052) (0.028) (0.058) 

满族（汉族） -0.265*** -0.005 -0.278*** -0.086 

 (0.040) (0.050) (0.044) (0.054) 

壮族（汉族） -0.072*** -0.082*** -0.029 -0.036 

 (0.027) (0.027) (0.036) (0.036) 

其他少数民族（汉族） -0.006 -0.001 0.018 0.021 

 (0.026) (0.026) (0.031) (0.031) 

初中（小学及以下） -0.193*** -0.562*** -0.177*** -0.453*** 

 (0.008) (0.043) (0.009) (0.047) 

高中（小学及以下） -0.347*** -0.751*** -0.319*** -0.622*** 

 (0.010) (0.048) (0.012) (0.052) 

大专（小学及以下） -0.521*** -0.984*** -0.499*** -0.847*** 

 (0.019) (0.057) (0.021) (0.062) 

本科及以上（小学及以下） -0.610*** -0.843*** -0.575*** -0.750*** 

 (0.034) (0.043) (0.036) (0.046) 

有过婚姻（未婚） 0.566*** 0.424*** 0.563*** 0.455*** 

 (0.012) (0.020) (0.014) (0.023) 

逆米尔斯比率  0.517***  0.390*** 

  (0.059)  (0.065) 

常数项 -2.103*** -1.411*** -2.064*** -1.559*** 

 (0.038) (0.088) (0.044) (0.095) 

个案数 48 197 48 197 34 382 34 382 

模型检验 R-squared 0.486 0.486 0.505 0.505 
 

模型 1 与模型 3显示人口流动将会降低生育水

平，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相比较于农村本地女性，

农业户籍流动的女性曾生子女数减少了 0.246 个，

乡城流动女性降低的幅度同样略大，为 0.272 个。

鉴于人口流动的自选择性将会降低生育水平，本研

究在模型中加入一个能够反映这种自选择性给曾

生子女数造成影响的修正因子逆米尔斯比率（λ）。

模型 2 与模型 4均显示这一修正因子对曾生子女数

有显著影响，说明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也说明采

用 Heckman 二阶段模型对其进行修正是正确的。逆

米尔斯比率的积极作用也暗示非流动人口在曾生

子女数上更有优势。进一步，从模型整体的拟合优

度看，加入了逆米尔斯比率后并未改变，这说明人

口流动的自选择性在 OLS 回归时对曾生子女数造

成的内生性偏差作用有限。在剔除人口流动的自选

择性这个影响因素后，模型 2 与模型 4 的参数估计

结果再次验证了人口流动确实减少了曾生子女数。

从回归系数看，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

分别减少了 0.237 个与 0.268 个。人口流动与生育

水平降低有着因果影响关系。 

其余影响因素的参数估计结果大都与以往研

究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四、结论与讨论 

鉴于以往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的研究忽略了流

动人口孩子出生地及对生育率统计的分析，在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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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盲点之后，本研究分别采用泊松回归分析累计

生育率，采用 Heckman 二阶段模型分析人口流动对

生育水平影响的因果关系，得出如下结论：第一，

泊松回归结果显示，在其他自变量不变的前提下，

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曾生子女数是农村本地人口的

0.855 倍，乡城流动人口的曾生子女数为农村本地

人口的 0.840 倍，两类流动人口的累计生育率均低

于农村本地人口；第二，在控制住人口流动自选择

性的逆米尔斯比率修正因子后，回归结果显示，农

业户籍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与农村本地人口的

曾生子女数相比分别减少了 0.237 个与 0.268 个，

人口流动与生育水平降低有着因果影响关系。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大量流动人口出现成

为一个重要现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20 年流动人口规模近 3.8 亿人，比 2010 年大幅

增加 1.5 亿人，我国流动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而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下，

我国总和生育率逐年下降，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徘

徊在 2.19 到 2.85 之间[22]，此后生育水平进一步下

降；21 世纪以来则逐渐步入极低生育水平中。本研

究发现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明显低于农

村本地人口，显然，流动人口生育减少是我国生育

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将流动人口生育放在我国总人

口生育中去看，后续研究仍需进一步精确度量流动

人口生育对我国总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以为有

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注释： 

① 此图中的流动妇女为现实中实际处于流动状态的妇女，

如 2000年流动妇女指的是 2000 年及以前离开户籍地处

于流动状态的妇女。 

② 2010 年与 2012 年监测数据均在当年 5 月份举行，调查

对象为“调查前一个月来本地居住”的流动人口；2010

年六普时间在 11月上旬，且对象为“离开户籍地半年以

上”的流动人口。虽然监测数据与普查数据在流动人口

定义上有所出入，但由于两者调查时间正好相差半年时

间，所以两者仍然具有直接的可比性，由此得出的结论

也具有可信性。此处 2012年流动人口监测年龄为样本截

至 2012年时的年龄。下同。 

③ 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二部分长表数据资料第二卷

民族第二部分”。 

④ 持多生观点的文章往往认为，为了躲避当地的计划生育

政策而实现超生多生是人口之所以向外流动的重要原因，

所以本研究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原

因来检验，研究假设是计划生育政策越是宽松则越不易

向外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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